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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研究范围的延伸扩大与中国“东方学”的形成〔∗〕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在日本“东洋学”及欧美各国的东方学的成果刺激下ꎬ２０ 世纪初中国的国学及国史研究的观念与

方法发生了转型ꎬ封闭的国史研究走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四裔研究ꎬ即中国与周边各民族交流史的实证研究ꎬ亦
即东方区域研究ꎻ在研究模式上ꎬ形成了中华与四裔的“华化 － 胡化”的模式ꎬ然后又由物质性的有形的“交通

史”模式ꎬ发展为更广泛的“关系史”模式ꎬ到 ２０ 世纪末更聚焦于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为主导的“丝绸之路研

究”这一国际性学科领域ꎬ循着这样的路径ꎬ中国的国史研究逐渐扩展为区域性的东方研究ꎬ传统国学自然延伸

为中国的东方学ꎮ
〔关键词〕东方学ꎻ国史ꎻ华化 － 胡化ꎻ中外交通史ꎻ中外关系史ꎻ丝绸之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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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初ꎬ随着中国学界对外开放姿态的

形成ꎬ在西方与日本学界的影响下ꎬ传统国学的

封闭与保守状态逐渐被打破ꎮ 中国学界认识到ꎬ
当本国问题成为他国学者的研究对象ꎬ而且他国

学者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又胜出一筹的时候ꎬ本国

学者的学术文化的表述权也将受到削弱和遮蔽ꎬ
而在当时恰恰发生了这种情况ꎮ 照理说ꎬ研究中

国的历史文化问题ꎬ中国学者是最有立场、最有

优势、最有话语权的ꎮ 但是在某些问题的研究

上ꎬ日本与欧洲的学者却走在了我们前面ꎬ究其

原因ꎬ主要在于传统的国史研究眼光受限ꎬ缺乏

区域历史整体化的观念ꎬ更缺乏世界史的眼光ꎬ

因而也就难有现代意义上的整体史观与理论体

系的构建ꎮ 一旦意识到这一问题ꎬ中国学界便勇

敢调整姿态ꎬ奋起追赶ꎬ取长补短ꎬ努力使封闭的

国学成为开放的国学ꎬ使封闭的国史研究成为开

放的国史研究ꎬ于是传统的国学自然延伸到了周

边国家与地区ꎬ国学研究自然发展延伸为一种以

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的研究模式———东方学ꎮ
中国的东方学意识开始自觉ꎬ东方学由此发轫ꎮ

一、作为国史之延伸的四裔研究与东方学

学科意识的自觉

　 　 １９２８ 年ꎬ傅斯年在谈到中国人的学问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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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汉学研究之差别的时候ꎬ写过这样一段话ꎬ十
分中肯:

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ꎬ本

来没有很多的成绩ꎬ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

亲切ꎬ认中国事实不难严辨ꎬ所以关于一切文

字审求ꎬ文籍考订ꎬ史事辨别ꎬ等等ꎬ在他们永

远一筹莫展ꎬ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

来得宽些ꎮ 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

的四裔问题的ꎮ 凡中国人所忽略ꎬ如匈

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

等问题ꎬ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ꎮ 说句笑

话ꎬ假如中国学是汉学ꎬ为此学者是汉学家ꎬ
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

学ꎬ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 然而或许汉

学之发达正借重虏学呢!〔１〕

在这里ꎬ傅斯年区别了“汉学”这个概念ꎬ汉
学就是中国学ꎬ同时也指出在这门学问上中国人

与西洋人的长处与短处ꎮ 读中国的经籍ꎬ西洋人

显然隔膜ꎬ于是西洋人懂得扬长避短ꎬ专注擅长

于中国之四裔的研究ꎮ 后来ꎬ傅斯年在另外的场

合又说过类似意思的话:“中国学在中国和西洋ꎬ
原有不同的凭藉ꎬ自当有不同的趋势ꎮ 中国学人

经籍之训练本精ꎬ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

胜ꎻ而谈及所谓四裔ꎬ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ꎮ
外国学人ꎬ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ꎬ故善谈中国

之四裔ꎬ而纯粹的汉学题目ꎬ或不易捉住ꎮ” 〔２〕 在

这里ꎬ傅斯年使用了“纯粹的汉学”的说法ꎬ指的

显然就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国学ꎬ而关于四裔

的学问ꎬ则是传统汉学之外的一种延伸ꎬ而为外

国的东方学家所重视ꎮ 在傅斯年看来ꎬ研究“四
裔”ꎬ就不属于“汉”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ꎬ
于是四裔之学与“汉学”相对ꎬ属于他所谓的“虏
学”ꎮ “虏学”这个词ꎬ他是半开玩笑地使用的ꎬ
实际上抓住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的特点ꎬ也
清楚地说明了“汉学”与作为汉学(国学)之延伸

的中国周边民族国家之研究ꎬ是有联系更有区别

的ꎮ 换言之ꎬ中国的国学ꎬ理应包含这些“虏学”
在内ꎬ所以他提倡今后要多研究“中央亚细亚各

地”ꎬ也要研究“南洋学”ꎬ这样一来ꎬ国学就自然

扩展到“东方学”ꎮ 他指出:“西洋的东方学之拿

手好戏ꎬ日本今年也有竟敢去干的ꎬ中国人目前

只有拱手相谢而已ꎮ” 〔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ꎬ他在

文末大声呼吁:“我们要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 〔４〕

那么ꎬ中国人自己的学问ꎬ研究了两千年ꎬ得
天独厚ꎬ究竟哪里赶不上西方人与日本人呢? 西

方的东方学是在什么地方刺痛了中国学人的神

经呢?
现在看来ꎬ首先是历史著述方式的滞后ꎮ 源

于现代西方史学的历史著述方式ꎬ以时代划分、
世界视野、区域观念、系统构建、比较研究等为主

要特色ꎬ以著述者独特的史学思想的表达为其灵

魂ꎮ 这与传统的中国国史以本国为中心、以改朝

换代为线索的叙述方式颇有不同ꎮ 在亚洲ꎬ日本

“东洋史”学者最早使用这种方法ꎬ写出了一批

中国史及东洋史的著作ꎬ其中桑原骘藏的«东洋

史要»早在 １８９９ 年即被译为中文ꎬ此后几年间ꎬ
下村三四吉的«东洋小史»、幸田成友的«东洋历

史»、家永丰吉的«东洋文明史»等著述也陆续被

译为中文ꎮ 中国国内当时没有此类区域性著作ꎬ
故而很受学界与读者欢迎ꎬ还被用作许多学校的

历史教科书ꎬ在 ２０ 世纪头三十年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ꎬ有感于这种情况ꎬ陈寅恪 １９２９ 年赠北大历

史系毕业生的一首诗有云:“群趋东邻受国史ꎬ神
州士夫羞欲死ꎮ 田巴鲁仲两无成ꎬ要待诸君洗斯

耻ꎮ” 〔５〕他所指的“国史”似乎就是日本人所写的

东洋史ꎮ 此前ꎬ梁启超也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

与刺激ꎬ痛感中国历史学需要来一场革命ꎬ提倡

“新史学”ꎬ写出了«新史学» (１９０２)、«中国历史

研究法»(１９２２)等ꎬ详细论述了史学研究模式的

更新与现代化问题ꎮ
实际上ꎬ就中国史籍中关于四裔的历史记载

而言ꎬ远比西方丰富ꎮ 中国最早对中亚、南亚、东
南亚的记载ꎬ从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到唐代玄

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ꎬ
对当时印度及西域各国的如实观察与描述ꎬ可以

说是当时关于这一区域的唯一可靠、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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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材料ꎮ 此后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明代

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

«西洋蕃国志»等等ꎬ对从印度到南洋诸国都有

可靠的考察与记载ꎬ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ꎮ 另

一方面ꎬ像«佛国记» «大唐西域记»虽也含有一

些深刻的社会观察与史学思想ꎬ但是用现代历史

学的严格标准来看ꎬ这些古代的著作还只是历史

研究的史料而已ꎬ而不是历史研究本身ꎮ 当西洋

人、日本人利用这些史料ꎬ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史

料进行研究时ꎬ往往可以做出领先的成果ꎬ从而

把史料变成了史学ꎮ 而近代中国史家往往习惯

于传统的治史方式ꎬ例如在元史领域ꎬ立足于中

国历史的发展逻辑ꎬ以中国的朝代研究即断代史

的方法ꎬ写成“元史”ꎬ而日本人与西方人则不限

于元朝这个朝代ꎬ他们利用中国的元史材料ꎬ加
上西方人的材料ꎬ而写成更大范围的“蒙古史”ꎬ
这便由“中国史”走向了“东洋史”或“东方史”ꎮ

外国人的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与模式ꎬ对近代

中国学者刺激较大ꎮ 特别是对日本的东洋学ꎬ一
开始许多中国学者ꎬ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垣等ꎬ
都表示钦敬ꎬ其中的不少著述被译成中文ꎮ 但接

下来ꎬ更多的是一种不服气ꎮ 梁启超起初称赏日

本的东洋学ꎬ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则直

斥日本的那些关于东洋史的著作不值一读ꎮ 这

种评价的前后变化ꎬ也反映了梁启超对日本东洋

学不服气的心理ꎮ 当代学者翁独健回忆 １９２８ 年

在燕京大学听陈垣讲课时的情景时写道:“课上

谈到ꎬ十九世纪以来ꎬ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

中心在巴黎ꎬ当时巴黎有几个汉学家ꎮ 后来日本

雄心勃勃要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ꎬ当时日本研

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ꎮ 汉学研究中心在国

外ꎬ是我们很大的耻辱ꎬ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

抢回北京来ꎮ” 〔６〕 陈垣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柴

德赓也回忆说:陈垣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

为憾ꎬ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ꎬ无异

一炮打在书桌上ꎮ’因此ꎬ他更努力钻研ꎮ” 〔７〕 于

是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成绩ꎬ陈垣把自己刚杀青尚

未出版的书稿«元西域人华化考»ꎬ寄了一份给

当时日本东洋学的代表人物桑原骘藏表示请教ꎬ
但陈垣的心理与目的是不言而喻的ꎬ至少也在日

本的第一流的东洋学家面前ꎬ显示了中国学者及

东方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自信ꎮ

二、“华化”与“胡化”的研究模式与东方学

从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上看ꎬ陈垣«元西域

人华化考»是中国学者交出的关于东方学研究最

早的、最出色的答卷ꎮ 该书写于 １９２３ 年ꎬ这个时

期也正是日本东洋学家白鸟库吉、桑原骘藏、内
藤湖南等人学术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ꎮ 从传统

史学的角度看ꎬ该书在选题上属于元史研究的范

畴ꎬ但是ꎬ它不同于一般的元史研究之处在于ꎬ全
书只以元朝为时空坐标ꎬ研究的却是来自西域

(主要是中亚、西亚)的人如何入华、如何生活ꎬ
又如何“华化”的问题ꎮ 在陈垣看来ꎬ当时东北

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文明水平相对

较低ꎬ他们的“华化”不足为奇ꎬ但是西域人就不

同了ꎬ他发现:“惟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

亚等国ꎬ本有文字ꎬ本有宗教ꎬ畏吾儿外ꎬ西亚诸

国去中国尤远ꎬ非东南诸国比ꎬ然一旦入居华地ꎬ
亦改从华俗ꎬ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ꎬ是真前此所

未闻ꎬ而为元所独也ꎮ” 〔８〕 这样看来ꎬ他所研究的

中亚、西亚人ꎬ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看是“西域

人”ꎻ而站在世界的东西方二分的角度看ꎬ西域人

就是东方人ꎬ因此«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研究题

材与对象就与传统的汉学、国学不同了ꎬ它属于

中国之四裔的研究ꎬ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方

学”的研究ꎮ
对于西域人归化于中国文化这种独特的时

代现象ꎬ«元西域人华化考»创制了“华化”这个

新颖而又易懂的概念来概括ꎬ并作为贯穿全书的

关键词ꎮ 对此作者专用“华化意义”一节做了严

密界定ꎬ他强调:“华化之意义ꎬ则以后天所获ꎬ华
人所独者为断ꎮ 故忠义、孝友、政治、事功之属ꎬ
或出于先天所赋ꎬ或本为人类所同ꎬ均不得谓之

华化ꎮ 即美术、文学ꎬ为后天所获矣ꎬ而其文学为

本国之文学ꎬ或其美术非中国之美术ꎬ亦可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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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人之文学ꎬ西域人之美术ꎮ 不得谓之西域人之

中国文学ꎬ西域人之中国美术ꎮ” 〔９〕 他又指出ꎬ
“华化”也不同于“归化”ꎬ归化只是入了中国籍

而已ꎬ不见得有文化上的“华化”ꎮ 进而又把“华
化”与“华学”相区分ꎬ认为像汉魏六朝的那些佛

经翻译家ꎬ熟悉华语及中国经典ꎬ那属于“华学”
的范畴ꎬ也未必是“华化”ꎮ 此外ꎬ据说该初稿曾

使用过“中国化” “汉化”等词ꎬ而定稿时确定使

用“华化”一词ꎬ表明不刻意强调国界与民族ꎬ而
更着眼于文化ꎬ强调中华文化的感化作用ꎮ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为中国的东方学

著作ꎬ不仅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ꎬ在研究

的方法论上也颇有创新ꎮ 同时期或稍早的日本

与欧美的同类著作ꎬ大多着眼于亚洲大陆各民族

的政治、军事、经贸等关系ꎬ突出“国家兴亡、民族

盛衰”的主题ꎬ极少人系统地关注西域人的“华
化”问题ꎮ 如上所说ꎬ“华化”的实质是“中华文

化化”ꎬ那么中华文化指的又是什么呢? 在«元
西域人华化考»中ꎬ陈垣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
礼俗三大方面入手ꎬ分章研究了元代那些原本信

奉基督教、回回教、佛教、摩尼教的西域人ꎬ来华

生活后如何接受中国儒学的熏陶ꎬ又如何接受佛

老思想的影响ꎻ原本那些用自己民族语言写作的

西域人ꎬ如何创作汉诗ꎬ如何成为中国书法家、中
国画家ꎬ如何建造与居住中国式的房屋建筑ꎬ等
等ꎮ 作者在每一章的研究论述中都以具体的个

人为例ꎬ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ꎬ所记述的在各方

面“华化”的西域人共计 １３２ 人ꎮ
现在看来ꎬ研究元代西域人“华化”这个问

题ꎬ实为中国学者的优势ꎬ非中国学者难以为之ꎬ
因为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几乎全隐含在汉文材

料中ꎮ 元代西域人用汉文写作的诗文ꎬ均需在汉

籍中寻找ꎮ 为此ꎬ陈垣遍翻经史子集ꎬ编出了«元
西域人华文著述表»ꎬ胪列了三十多位作者的约

五十种著述ꎬ书后所附征引书目ꎬ从正史、野史、
地方志ꎬ到诸家文集ꎬ共二百余种ꎮ 这种史料上

的优势ꎬ不仅西方学者不具备ꎬ日本学者也很难

具备ꎮ 日本的桑原骘藏、白鸟库吉等东洋学家的

优势在于能够利用英法德等欧美的材料ꎬ来与中

文材料相互参照比较ꎬ但若是处理«元西域人华

化考»这样的题目ꎬ材料几乎全在汉语文献里ꎬ只
有中国学者才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ꎮ 想来ꎬ完
全依靠和使用中文材料ꎬ研究的对象却不是传统

的国史、国学问题ꎬ而是西域问题ꎬ而西域问题也

不单单是西域本身的问题ꎬ而是西域人的“华

化”问题ꎬ陈垣的这一富有想象力与创造性的选

题ꎬ表明传统的国学范畴的历史研究走向区域性

的东方研究的时候ꎬ会有多大的创新与突破!
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创制的“华化”

一词ꎬ对后来的影响也颇大ꎬ形成了一种中外关

系研究的思路与模式ꎬ接下来ꎬ东方学家冯承钧

先生在 １９３０ 年发表的«唐代华化蕃胡考»一文

中ꎬ袭用的就是“华化”这个概念ꎮ 虽然冯承钧

在文章中没有对“华化”一词的来源做过说明ꎬ
也没做明确的含义界定ꎬ但他受到了陈垣«元西

域人华化考»的启发与影响是可以肯定的ꎮ 只是

在“华化”的使用范围上ꎬ陈垣着眼于西域人的

中国文化化ꎬ冯承钧则着眼于唐代重要历史人物

的“氏族之所出” 〔１０〕ꎮ 所谓氏族ꎬ就是家系、民族

出身ꎬ以及历史人物的“蕃胡”出身ꎮ 所谓“蕃

胡”ꎬ指的似乎是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ꎮ 冯承钧

从新旧«唐书»中ꎬ检出蕃胡出身的人物一百数

十人ꎬ其中包括鲜卑人、匈奴人、突厥人、回纥人、
高丽人等ꎮ 这些人作为历史人物而进入 «唐

史»ꎬ是完全“华化”了ꎮ 冯承钧认为:“有唐一

代ꎬ上自政治、文学ꎬ下迄阉宦、奴婢ꎬ在在皆有蕃

胡ꎮ 则当时不惟中国文化影响外国ꎬ而外国文化

亦有时影响中国ꎮ” 〔１１〕而从种族的意义上说ꎬ“华
化”就是归化于中华ꎬ所以冯承钧的结论是:“凡
历史种族皆为杂种”ꎬ而汉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种

族ꎬ是“混合人种、历史人种、社会学方面的人种”ꎬ
也就是“杂种”ꎮ〔１２〕 在这个过程中ꎬ蕃胡的“华化”
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ꎮ

此外ꎬ既有“华化”ꎬ就有“胡化”ꎮ 对此ꎬ历
史学家、东方学家向达先生曾有«唐开元前后长

安之胡化»(１９３３)一文ꎬ研究唐代长安的“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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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ꎮ 而这一问题ꎬ在他的长文«唐代长安与西

域文明» (１９３３)中论述更为详实ꎮ 在这部著作

中ꎬ作者展开了“华化”与“胡化”的双向描述ꎬ而
且重点在“胡化”ꎮ 向达在序言中指出:本书“兹
唯刺取唐代传入中国之西域文明与长安有关者ꎬ
稍加排比ꎬ述之如次ꎮ 唯为此事ꎬ亦必须对于中

国与西域文明有深切研究ꎬ然后可以互相比较ꎬ
得其实际ꎮ 顾在此间ꎬ西域史料不易搜求ꎮ
兹篇唯能将中籍史料ꎬ就耳目所能接及者ꎬ为之

抉择爬梳ꎬ 藉供留心此一方面史实 者 之 捃

摭”ꎮ〔１３〕的确ꎬ正如上述陈垣所言ꎬ元代西域人的

“华化”是元代的特殊文化现象ꎮ 而唐代汉人的

“胡化”ꎬ则是唐代最突出的现象ꎮ 向达抓住了

“唐代长安”这一特殊都市空间ꎬ从不同方面论

述了胡化现象ꎬ例如ꎬ他指出流寓长安的西域人

有成千上万ꎬ连李唐氏族都可能出于藩姓ꎮ 其中

有魏晋时期入居中土者ꎬ他们华化虽久ꎬ但从族

姓上看便一目了然ꎬ如来自康居者姓康ꎬ来自安

息者姓安ꎬ来自曹国者姓曹ꎬ来自龟兹者姓白ꎬ来
自焉耆者姓龙ꎬ来自疏勒者姓裴ꎬ等等ꎮ 还有一

些西域的商人、僧侣、外交人士等ꎬ这些西域人一

方面被“华化”ꎬ而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汉族人的

“胡化”ꎮ 而最为有趣且诗文中记述较多的ꎬ就
是长安的胡店与“胡姬”ꎮ 开元前后长安城的胡

化尤为显著ꎬ突出表现在西域人的日常用品、生
活方式、服装、饮食美酒、乐器、音乐舞蹈、游艺

(波罗毬)等ꎬ被时人广泛喜爱而大为流行ꎮ 而

另一方面ꎬ胡人也在“华化”ꎬ当时许多画家就是

西域人ꎬ把西域画风与画法(凹凸画法)带进来ꎬ
促进了中国的国画风格的嬗变ꎬ更不用说西亚的

祆教、景教、摩尼教此时在长安也颇为兴盛ꎮ 向

达通过“胡化”与“华化”的交互运动ꎬ揭示了唐

代长安当时作为国际性城市、东方文化中心的特

殊地位ꎬ表明了有唐一代以长安为中心已经形成

了一个广阔的东方文化圈ꎮ 因此可以说ꎬ«唐代

长安与西域文明»无论在何种意义上ꎬ都不仅仅

是一种传统国学意义上的国学研究ꎬ而是作为国

学之延伸的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学”的研究成

果ꎮ 而且ꎬ在研究中ꎬ向达显然也了解并参照了

日本东洋学家的有关著述ꎬ他在书中提到了日本

东洋学家桑原骘藏、石田幹之助等人的有关研究

成果ꎮ 其中ꎬ石田幹之助在向达之前ꎬ曾发表过

长文«长安之春»(１９３０)ꎬ重点以唐代关于胡人、
胡姬的诗篇为基本材料ꎬ展现了长安作为东方国

际性大都市的繁华景象ꎬ在选题上对向达似有启

发ꎮ 石田幹之助又有«胡旋舞小考»一文ꎬ向达

称赞其“考证綦详ꎬ余愧无新材料以相印证ꎬ兹唯

略述其概而已”ꎮ〔１４〕从这里看ꎬ«唐代长安与西域

文明»也是一部具有国际“东方学”视野的著作ꎮ

三、从“交通史”“关系史”模式再到丝绸之路研究

向达不仅在“华化”与“胡化”的研究上有开

创之功ꎬ而且在“交通史”的研究上也有开创之

功ꎮ １９３３ 年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外交通

小史»ꎬ次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其«中西交

通史»ꎮ 此后“交通史”的模式逐渐被研究者所

使用ꎬ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１９３７)、白寿彝

«中国交通史» (１９３７)等著述陆续问世ꎮ 同时ꎬ
在基本史料的整理方面ꎬ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

资料汇编»(全六册)也于 １９３６ 年由北平辅仁大

学付梓印行ꎮ «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所谓的

“中西”指的是中国与其西部各地区各国ꎬ包括

欧洲、非洲、亚美尼亚、土耳其斯坦、印度ꎬ而未包

括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资料ꎬ尽管不只限

于东方学研究的范畴ꎬ但还是为此类研究奠定了

资料学的基础ꎮ 从现代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上

看ꎬ“交通史”中ꎬ有区域交通史和综合性全方位

的中外交通史两种类型ꎮ 在区域交通史中ꎬ有一

部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通史研究ꎬ属于

东方学研究的范畴ꎮ 这也是在“华化 － 胡化”研
究模式之外ꎬ从国别史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以亚

洲地区为基本范围的区域史的第二种研究模式ꎮ
关于“交通史”这一模式与“东方学”的关

系ꎬ历史学家方豪曾指出:
欧美所谓东方学 (Ｏｒｉ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及汉学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ꎬ又译华学或中国学ꎬ日人称支那

—９４１—

国史研究范围的延伸扩大与中国“东方学”的形成



学)ꎬ其重要题材之一ꎬ即为东西或中西之交

通史ꎮ
东方学与汉学之兴起ꎬ盖由于元代之东来

西人游记之逐渐引人注意ꎬ新航路与新地之连

续发现ꎬ故最初之东方研究ꎬ实具有极浓厚之

殖民地研究之意味ꎻ研究之目的既在协助之殖

民政策ꎬ研究之态度与立论之观点ꎬ遂亦带殖

民之色彩ꎻ且以为殖民地人士无研究自身史、
地、语言、民族、宗教各方面之能力ꎬ于是东方

之研究乃为西人视为非伊等莫属之事ꎮ 东方

学范围甚广ꎬ则有埃及学、叙利亚学、巴比伦

学、印度学、日本学、蒙古学ꎬ汉学等ꎮ〔１５〕

这就是说ꎬ西方学者的东方学及东西方交通

史的研究ꎬ总体上服务于地理新发现ꎬ特别是服

务于殖民的目的ꎬ成为“东方学”这门学科的重

要研究领域ꎮ 从世界各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上看ꎬ
在这个领域里西方的东方学家们走在了前面ꎬ确
立了基本的研究模式ꎬ日本人紧随其后并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ꎬ中国学者则受欧美与日本之影响ꎬ
随后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模式与优势ꎮ

作为一种研究模式ꎬ中国的交通史研究固然

受到西方的东方学影响ꎬ但是ꎬ历史上由中国人

主动走出去的“中外交通”实际上是中国与东方

国家之间的交通ꎬ而中国人与欧美地区的交往多

是不直接的ꎬ而是辗转的、间接的ꎮ 正如现代东

方学家、东方学经典翻译家耿昇先生所指出的:
“自丝路开通以来ꎬ在中国至罗马的古代交通中ꎬ
中西绝少有直接来往ꎮ” 〔１６〕历史上以丝绸之路为

主要通道的中西(中国与西域地区)交通与通

商ꎬ固然是以中国为起点、欧洲罗马为终点ꎬ但实

际上却不是中国与西方人的直接贸易ꎬ而是中国

与西域各民族ꎬ与波斯 － 阿拉伯等中亚、西亚各

民族的直接的贸易交流ꎮ 因此在历史上很长一

段时间里ꎬ至少在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之

前ꎬ除了元代马可波罗来华这个极其个例的事

件之外ꎬ中西之间的直接交通极为罕见ꎬ相互之

间主要是传闻、推测与想象ꎮ 因此ꎬ所谓中外交

通史ꎬ实则是中国与东方国家的交通ꎬ因而属于

中国的东方学研究的范畴ꎮ
“交通史”之“交通”二字起源如何ꎬ在中国

谁最早使用ꎬ待考ꎮ 但“交通”是中国固有名词ꎬ
应是起源于中国ꎮ 然而现在人们所知最早使用

“交通史”来做著述研究的并非中国学者ꎬ而是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ꎬ他在 １９２７ 年出版了«日中交

通史»ꎬ该书 １９３１ 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ꎬ对中国

学界的交通史模式研究有一定影响ꎮ 木宫泰彦

的«日中交通史» 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 “交通

史”ꎬ所研究的是中日两国人员与物资的交流ꎮ
类似的研究ꎬ日本人也称之为“交涉史”ꎬ并有

“东西交涉史”这一研究模式ꎮ 例如日本东洋学

家藤田丰八著有 «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

篇»ꎬ１９３６ 年出版中译本ꎬ译文题名为«中国南海

古代交通丛考»ꎬ将“交涉”改为“交通”ꎮ 中国的

东方学家们的交通史研究ꎬ大多包含在一般东方

史研究之中ꎬ多是先从中国与东方的某一区域开

始ꎬ包括中国与南洋地区、西域地区的交通等ꎬ也
多从个案研究起步ꎬ由单篇论文而至于专门著

作ꎬ最后发展到综合性、总括性的交通史研究ꎮ
中国第一部交通史研究专著ꎬ是 １９３７ 年出

版的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ꎬ是我国最早

的一部关于中国与东方国家交通史的研究著作ꎮ
关于“南洋”的范围ꎬ作者是这样界定的:“今之

谓南洋ꎬ包括明代东西洋而言ꎮ 东西洋之称ꎬ似
首见于«岛夷志略»著录ꎬ然至明代流行ꎮ 大致

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ꎮ 质言之ꎬ今之印度

洋为西洋ꎬ以东为东洋ꎮ 昔日大食人亦以此两地

为印度与中国之分界ꎬ然在元以前ꎬ则概名之曰

南海或西南海ꎮ 兹编研究之范围ꎬ东起吕宋ꎬ西
达印度洋西岸ꎮ” 〔１７〕 这样的“南洋”界定ꎬ基本上

与现在相同ꎬ即指东南亚各国ꎮ 在这个意义上

说ꎬ«中国南洋交通史»属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的古代交通史ꎬ是中国国史研究的一种延伸ꎬ属
于东方学的研究范畴ꎮ «中国南洋交通史»主要

研究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人员交通往来问题ꎬ所涉

及的是从汉代开始直到明代ꎬ中国的僧人、使节、
商人、官员等各类人物ꎬ如何经过南洋ꎬ如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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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ꎬ如何描述南洋的地理、风土、人情、物产等

问题ꎮ 冯承钧充分利用中国历代正史以及历史

人物的各种游记ꎬ同时参照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

等欧洲学者的著作ꎬ主要采用国名、地名考证ꎬ交
通个例的时间节点的梳理辨析等史料校勘与考

证的方法ꎬ将汉代以降一千余年间中国与南洋各

国的交通轨迹动态地描述出来ꎬ构成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知识体系ꎮ 这一研究可以表明ꎬ中国与东

南亚各国ꎬ在很早之前就具有持续不断的深刻交

往与联系ꎬ南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区域性共

同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开了课题研究

之先河ꎬ随后ꎬ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ꎬ相关研究成

果陆续出现ꎮ 其中ꎬ属于中国与东方各国的交通

史研究的ꎬ有贺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

度巡礼»(１９５６)、安作章的«汉代与西域交通史»
(１９５９)、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１９６５)等ꎮ
而其中集大成的作品是方豪的长达 ８０ 万字的

«中西交通史»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ꎬ其特点是把此前

的中国与东方各国的交通史研究ꎬ扩大到中国与

西方的交通史研究ꎬ亦即由东方史的范畴扩大到

世界史的范畴ꎮ 交通史的这种研究模式延续发

展到 １９８０ 年代ꎬ不断有新成果出现ꎬ但同时也开

始向更广阔的“中外关系史”模式演变ꎬ这是一

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转变ꎮ １９８５ 年ꎬ暨南大学历

史学教授朱杰勤先生曾撰文对“中外交通史”与
“中外关系史”乃至日本学者使用的“交涉史”等
概念作了辨析ꎬ他认为:

中国海外交通史作为一种有系统的专门

的学科来研究ꎬ大概开始于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ꎮ 顾名思义ꎬ海外交通史是研究中国

与海外各国海陆交通的建立与发展ꎬ而不限

于研究中国和海外各国的海上交通中国

海外交通史就是中外关系史的同义语中

外交通史一词容易使人认为只属于海陆交通

方面ꎬ而中外交涉史一词又使人容易认为仅

属于外交方面ꎬ都不妥当ꎬ不如中外关系史一

词的通俗易懂ꎬ而且比较明确和全面ꎮ〔１８〕

按照这样的理解ꎬ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范围包

括了交通史ꎬ又不限于交通史ꎬ一切关系ꎬ有形的

与无形的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ꎬ都可以纳入关

系史的范畴ꎮ 因而很难说“中国海外交通史就是

中外关系史的同义语”ꎬ因为“关系史”要比“交
通史”的范畴广大得多ꎮ 这样看来ꎬ“中外交通

史”与“中外关系史”就不仅是学术研究模式称

谓的不同ꎬ也意味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扩大与

深化ꎮ 一般而论ꎬ“关系史”主要是历史上实际

发生的交通、交流关系ꎬ也可以是研究者为了说

明某一理论问题而进行的没有事实关系的平行

比较研究ꎬ但是在崇尚史料与实证研究的一般史

学界ꎬ这种平行比较的关系研究较少ꎬ而更多见

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ꎮ
大体上ꎬ关系史模式在 １９８０ 年代后逐渐确

立ꎬ还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团体———“中外关系史

学会”ꎮ 学会编辑推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

史论丛» (１９８４)、«中外关系史论丛» (第一辑ꎬ
１９８５)等系列出版物ꎬ推动了此前的交通史模式

向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拓展ꎬ相关的成果也陆续出

现ꎮ 从中国的东方史学术史角度看ꎬ大部分的成

果属于以中国为中心ꎬ作为国史研究之延伸拓展

的中国与亚洲各国关系史的研究ꎮ 其中最多的

成果还是出自中国与南洋(东南亚)各国、中国

与日本、中国与印度及西域中亚各国之关系研究

的领域ꎮ 因为中国与周边这些东方各国关系源

远流长ꎬ这方面的史籍、史料最为丰富ꎮ 而中国

与西方关系的研究ꎬ则更多依赖于来华的西方人

的游记见闻ꎬ依赖于«马可波罗游记»«鲁布鲁克

东行纪»«格朗嘉宾蒙古行纪»等来自西方人的

材料ꎮ 因而可以说ꎬ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达ꎬ在
很大程度上说ꎬ就是中国东方学研究的发达ꎮ

中外交通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ꎬ又都与丝

绸之路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ꎮ 前者包含后者ꎬ后
者是从前者分蘖的一种模式ꎮ 而且在 １９８０ 年代

后ꎬ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ꎬ研究中

外关系史的学者一般都涉及丝绸之路研究ꎮ 例

如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就是较早由中国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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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各国关系的研究而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

学者ꎬ他在 １９８１ 年就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
概念并加以界说ꎮ 蒙元史专家、南京大学刘迎胜

教授是由蒙元史研究而自然地介入丝绸之路研

究的ꎬ其大作«丝绸之路»(２０１４)以 ５０ 多万字的

篇幅ꎬ既综合吸收了以往学界的研究成果ꎬ又有

自己独特的史料、考察与学术观点含在其中ꎬ将
草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知识融为一炉ꎬ
可谓丝绸之路研究的集大成ꎮ 刘迎胜的论文集

«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 (２０１７)ꎬ主题也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研究ꎮ 中亚、西域及敦煌学研究专

家、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中亚研究、西域研究、
敦煌学、中古中国与伊朗、粟特等外来文明之关

系研究ꎬ也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ꎬ他的论文集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２０１５)以丝绸之

路上的文化交流为经纬ꎬ将有关个案研究的论文

编辑起来ꎬ体现出作者的独到研究与学术个性ꎮ
说到底ꎬ丝绸之路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模式ꎬ

其功能就是将“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这样

一个广漠的领域ꎬ落实在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亚

洲世界各国为实际到达点的“丝绸之路”上ꎬ也
就使这一研究进入了中国的东方学研究的范畴

之内ꎬ并且在研究的时段上也有了限定ꎬ那就是

“以中国为主导、以中国为出发点”的历史时期ꎮ
至于 １６ 世纪后以欧洲列强为主导的、使中国处

于被动地位的中外交通史、关系史ꎬ自然不在严

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之内ꎮ 这一

点虽然尚未在丝绸之路研究、特别是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中达成普遍共识ꎬ但从中国主导的立场

上、从中国的东方学属性上说ꎬ应该是毫无疑义

的ꎮ 我们之所以一再强调“丝绸之路研究属于中

国的东方学”ꎬ原因与目的也在于此ꎮ
而且ꎬ“中外交通史” “中外关系史”这些学

科名称ꎬ只是中国学者使用的学科称谓ꎬ似乎并

不在国际上广泛通用ꎮ 但“丝绸之路研究”就不

同了ꎬ它早已形成了一门国际性学科ꎮ 中国的中

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向丝绸之路研究聚

焦ꎬ方得以进入“丝绸之路研究”这一国际性的

学科领域ꎬ并有机会展现中国独特的学术资源与

学科优势ꎮ 历来ꎬ西方人的“东方学”是以西方

为中心的东方学ꎬ其研究的重心早先是在西亚中

东地区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随着西方人在亚

洲腹地的探险、考察与考古ꎬ而将东方学的研究

重点向东延伸至中亚地区ꎬ当发现了“丝绸”这

一至关重要的媒介物之后ꎬ其范围开始进一步往

东延伸ꎬ一直延伸至丝绸之乡中国ꎬ于是西方的

“丝绸之路” 的研究模式最终得以形成ꎮ 换言

之ꎬ丝绸之路研究是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的视野与

范围向东扩大的结果ꎻ而在中国ꎬ则是传统的国

史研究延伸为中外交通史研究ꎬ再扩大为中外关

系史研究ꎬ最后聚焦于丝绸之路研究ꎮ 循着这样

的路径ꎬ中国的国史研究逐渐延伸扩展为区域性

的东方研究ꎬ传统国学自然延伸为中国的东方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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